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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出于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需要开始积极发展与东盟国家间
的关系，东盟国家也因为在安全方面受到来自苏联和越南的压力而与中国达成了有限的合作。双方的接触
暴露了此前中国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它们集中反映出中国对该地区旧的认知定位与新的

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在思考和解决它们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同时对东南亚的战
略角色做出了新的判断，这不仅是下一步中国对这一地区政策转变的基础，更成为后来“周边战略”的滥
觞。因此，中国与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就具有了承上启下、弃旧迎新的双重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当今
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走向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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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中国出于在亚洲地
区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需要，开始积极地改善并

发展与东盟国家［1］的关系; 印度支那半岛局势

的逐步恶化和苏越军事同盟的形成，在客观上加

速了中国与东盟靠近的过程。双方围绕柬埔寨问
题展开的初步合作，在当时不仅有助于尽快实现

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极大改变了东南亚地区

的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为 80 年代及以后的中
国 －东南亚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一点在学术
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此后，凡有论及中国
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文章，多数都以这一时间为起

点，并侧重于强调双方的接触与合作对中国地缘

政治安全的重大意义，但是却往往会忽略它对此

后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策调整的影响。这种影响
主要体现在对东南亚各国的再认识和对东南亚地

区战略角色的再定位。在与东盟国家直接接触的
过程中，决策层逐渐认识到现行外交政策在该地

区遭遇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地暴露出中

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旧认知与外交政策新诉求之间

的矛盾。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
当时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合作的可靠性，而且决

定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地区间关系

所遵循的基调。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成
功地解决了华人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重申了侨
务政策、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关系时采用
新的原则、以更灵活和更务实的态度和方法推动
了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逐渐把与东盟合作的

重点从安全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这也是后来在

中苏关系正常化乃至冷战结束的情况下，中国与

东盟关系始终平稳发展并越来越密切的关键性

原因。
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外交决策主体对

对象的认知和角色定位，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形成

和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在 80 年代调整对东南
亚地区政策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既符合实际情况

又相对稳健的道路，与决策层对这一地区基本认

识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而追本溯源，这种认识上

的改变又依托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初步达成安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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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具体过程。中国方面正是在推动合作的过程
中根据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国内政治发展的需

要，重新认识、发现和定位 “东南亚”，以为长
期的良性关系提供持久稳定的动力。因而这一时
期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也就具有了多重意义:

它不仅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方面为中国提供了一定

的安全保障，而且为 “重新认识东南亚”提供
了契机和平台; 它是中国在这一地区旧的对峙性

战略的直接表现，但也是新的合作型外交思路的

起点; 在推进这种合作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跳脱

出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框架，立足于地区的特征

着手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种转变成为后来

“周边战略”的滥觞。

二、“反霸统一战线”与
中国 －东盟关系的解冻

“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自 1967 年成立以
来，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处于敌对和隔

绝的状态。这个公开宣称以 “促进本地区的经
济增长、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2］为宗旨的国家
集团，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都亲近西方，带

有秘而不宣的反共色彩。而中国方面也把东盟作
为意识形态对立的目标，认为它是 “侵略性的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孪生兄弟，是美帝国主义
反华包围圈的一个组成部分”。［3］但是随着中苏
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于 70
年代初与美国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这极大地

缓解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敌意; 而美国自越

战后期开始有意识地 “退出东南亚”［4］也迫使东
盟各国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

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在东
南亚扩张势力，并积极推行建立所谓 “亚洲集
体安全体系”以包围中国。东盟国家一方面出
于一贯以来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另一方面出于国

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 “亚洲集体安全体
系”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联合发布了 《东南
亚中立宣言》 ( 即《吉隆坡宣言》) ，声称要把整
个东南亚建成一个摆脱所有大国角逐和冲突的地

区。［5］东盟国家的这种立场与当时中国建立 “一
条线”“一大片”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要求相
契合，从而使它们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潜在的

合作对象。

在双方互有需求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国家

间关系开始解冻。1974 年，马来西亚率先与中
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一事件被称为中国在

东南亚的“第一个政治上的突破”; ［6］随后，菲
律宾 ( 1975 年 6 月) 和泰国 ( 1975 年 7 月) 也
先后与中国建交。在中马、中菲和中泰的建交公
报中，都写入了 “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
世界上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图

谋”。［7］外媒敏感地注意到 “反霸统一战线”成
为中国对东南亚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8］中国的
官方媒体开始以友好和支持的态度提到东南亚国

家联盟及其“建立和平中立区”的主张，［9］主要
领导人也在各种外事场合明确表示 “支持东盟
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愿望”，［10］ “支持东盟建立
和平中立区的政策”。［11］东盟在中国东南亚政策
中的战略比重变得越来越大。虽然东盟仍然对
“共产主义的”中国抱有戒心，但苏联在东南亚
地区投射的巨大阴影足以压制这种疑虑。
如果说关系解冻初期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于

反霸权主义的共识还只是停留在预防性的原则阶

段，那么随后柬埔寨危机的酝酿和爆发就使得双

方的战略合作具有了真实的地缘政治意义。从
1977 年夏季开始，印度支那半岛的局势持续升
温: 柬埔寨与越南之间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频发，

7 月，越南与老挝签订 《友好合作条约》，实质
上把老挝置于越南的控制之下; 1978 年 2 月底 3
月初，越南与苏联的军事高层开始接触; 6 月，
越南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多边经济互助会; 7 月，
中越边境关闭，中国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中宣称: “在越南当局每一个反华步骤后面，都有
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12］11 月，
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苏越
友好合作条约》，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
方面全面地倒向苏联。中国一直以来把越南在印
度支那地区的扩张行径都视为是苏联霸权在东南

亚地区的强化和膨胀; 而东盟各国虽然都专注于

本国的经济发展，对共产党国家间的内讧不感兴

趣，但是却担心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升级最

终会导致大国力量直接武装干涉，东南亚局部战

争烽火再起，殃及池鱼。虽然各自动机不尽相
同，但在大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却促使双方进一

步接近，在外交立场上互相声援，在行动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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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配合与协调。
双方合作意向加强的一个直接表现是高层领

导人频繁互访。仅以 1978 年为例: 3 月，泰国新
任总理江萨访华，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人在与江萨

的会面中再次明确表示全面赞同和支持东盟和平

与合作的立场; 同月 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
先念访问菲律宾，这是北京方面首次派出如此高

级别的官员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李先念在与菲

律宾总统马科斯的会谈中，再次提到反对霸权主

义，表示支持东盟提出的建立和平中立区的主张;

4月，泰国外长乌巴蒂又先后向印度尼西亚、新
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各国转达了中国方面全
面赞同和支持东盟的意向; 11 月，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启程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三、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与
“一揽子问题”

在中国与东盟接触与合作的过程中，1978
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底，中国副总理
邓小平出访东盟三国的意义尤其重大。这首先是
因为当时邓小平在中国领导集体中的主导地位已

经基本上被确定下来，作为决策层的头号人物，

他在东南亚地区得到的直观经验和印象会对后来

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其次是因为

中国内外部的情况都在这一年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上述中美苏战略三角

关系发生改变、印度支那局势趋于紧张、中国与
东盟国家在反苏反霸的前提下达成初步的战略合

作之外，1978 年还出现了新的情况: 苏联和越
南突然转变了对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态度，
从一贯的敌视转向友好和支持。两国不仅在公开
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及其中立化的设想，而且

分别派出外长和总理级别官员历访东南亚，展开

“微笑外交”的攻势。虽然东盟国家普遍对苏联
和越南外交政策的转变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关注

的首要问题还是极力避免苏联的军事力量大规模

进入东南亚，但考虑到各国国内政治情况不一

样，对这种变化的反应难免出现混乱和分歧。尤
其是东盟五国政府都面临着国内众多华人华侨造

成的族群问题和共产党游击队势力的威胁，在苏

联主动示好的前提下，想通过在中苏之间搞平

衡、以削弱中国对华侨和共产党运动的影响的意
见也有所抬头。邓小平就是在这种复杂又不确定
的局势下，踩着苏联外长和越南总理刚刚留下的

脚印，来到了东南亚。
从国内情况来看，自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

到 1978 年，中国已经平稳度过了权力交接的过
渡期，邓小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并确立了主导性

的地位。与此同时，决策层在反复的考察和争论
中，已经大体形成了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发展方向

的共识，即: 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国民

经济建设上来。1978 年在国外观察者的眼中是
“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年，北京先后向欧洲、北
美、亚洲发达地区 50 多个国家派出了多个副部
级以上代表团，考察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出访的密集程度前所未有。邓小平本人也于 10
月份率团访问日本，除了出席互换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亚洲进一步扩大和
巩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之外，还亲自考察了日本

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对于中

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有着重要意义。正是
在访问日本归来之后，在举世瞩目的三中全会召

开之前，邓小平访问了东南亚三国。这一时间节
点的选择，使得这次出访不仅肩负着巩固中国在

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安全的任务，而且添加了为

国内经济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未来的区
域经济合作铺设道路的内容，“甚至显然还有利
用掌握东南亚经济的华侨的资本推进现代化的意

图”。［13］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 据此前透
露出来的消息看，邓小平原本拟定的出访对象只

有泰国和马来西亚，［14］但是正式出访成行的时候

新加坡也赫然在列。虽然现在还没有更详细的资
料显示把新加坡加入出访行程的具体考虑，但是

从后来邓小平的活动安排以及与李光耀会谈的内

容来看，新加坡在 70 年代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显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具有发展经济和保障安全的双重需

求，才使得中国在与东盟接触的过程中对问题思

考的角度和内容有可能超越眼前的格局而着力于

长远。这也是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角色进行再定
位的基础和前提。

1． 中国方面的意图
邓小平于 1978 年 11 月 5 日抵达泰国，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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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马来西亚，12 日访问新加坡，14 日停经缅
甸返回中国，出访过程历时十天，时间之长，前

所未有。在东盟三国停留期间，邓小平的主要意
图表现得很明确，就是要推销反苏反霸的立场，

争取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建立国际反苏统一

战线。他多次提到要 “警惕霸权主义在东南亚
的扩张”“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谋求霸权”
“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但东盟三国对此的反应
却不尽相同。［15］相比来说，泰国对于中国 “加强
团结反对苏越霸权”的提议给予了最积极的支
持，并同意中国可以使用泰国领空飞抵柬埔寨，

这已经接近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了; 而马来西亚则

反应冷淡，不仅有意识地控制了邓小平来访一事

在当地主流媒体和华人报纸上的宣传力度，而且

多次表明要 “奉行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
政策”，［16］实际上委婉地拒绝了中国关于建立反
苏统一战线的建议; 新加坡则谨慎地把双边关系

的话题限制在经济合作的范围内，不谈华人问

题，并且强调了非共产主义的立场。除去反对苏
联霸权主义的话题外，邓小平还重申了支持东盟

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国控制和干涉的
正义斗争，支持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的政策，
支持东盟加强区域性合作和维护本国资源和权益

的努力”。［17］当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意外地
达成了共识，同时签订了双边的贸易和科学技术

合作协议 ( 与泰国) ，并讨论了增开新的商业航

线的可能性 ( 与马来西亚)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
行“在增进友好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 “在反
霸权问题上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18］

2． 东盟国家的关注点
东盟三国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虽然与中国的

意图不相吻合，但是彼此之间却有共性，比较集

中地反映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一揽子”
问题。
首先，东盟国家对生活在东南亚各国的大量

华人感到疑虑和担忧。这些由于历史原因移居东
南亚的华人数量庞大，与母国割舍不断的血缘关

系使得他们对居住国的忠诚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了怀疑; 尤其是东盟成员国多是二战之后新独立

的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进程尚未完成，国家

内部发展不平衡，其他族裔和华人群体之间的冲

突和矛盾时有发生，更加深了东盟国家政府和原

住民对华人华侨的猜忌。而中国在文革之后重申
侨务政策，重新组建了中央和地方的侨务办公

室，［19］利用电台广播直接向东盟国家的华人发出

号召，［20］这一点不仅被越南利用来煽动东盟对中

国的敌意，［21］更成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关系

中的“一个巨大的负担”。
其次，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停止对东南亚

各国共产党 ( 主要是泰国共产党和马来西亚共

产党) 的支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一直是中共处理与他国兄弟

党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因此，在道义上和物

质上都对泰共和马共的革命运动给予了一定支

援。但由于这些党并非执政党，其武装斗争在东
盟国家政府看来就是危险的颠覆活动，而北京与

这些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不对中

国的动机产生怀疑。虽然邓小平在泰国的记者招
待会上重申了党与党的关系应该和国家之间的关

系区别开来，不使这样的问题影响国家间友好关

系的发展。［11］但这显然不能让东盟国家满意。尤
其是在越南总理范文同此前做出关于 “越南不
支持泰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声明之后，泰国和
马来西亚就更期望也能从中国那里得到明确的

保证。
再次，东盟国家普遍不愿意过深地卷入大

国［22］之间的争端。侯赛因在邓小平于马来西亚
举行的答谢晚宴上强调 “过去东南亚未能摆脱
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现在 “我们不希望
再发生这类事情”; ［23］李光耀在会谈中也多次申
明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的立场，

以及东盟国家在 “非共产主义”问题上达成的
共识;［24］即便是在反苏反霸的战略合作问题上对

中国态度最为积极的泰国总理，也计划在接待过

邓小平两个月之后访问莫斯科。这与其说是各国
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不如说是对中国是否会发

展成为未来的霸权心怀疑虑。虽然东盟国家和中
国一样，为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感到不安，

也担心苏联的势力可能会借助本地“代理人”渗
透入东南亚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防范

和担忧就此烟消云散。换句话说，东盟国家与中
国在具体的地区问题上或许有共同的敌人，但他

们却远不是可以相互信任的朋友。［25］( P85 － 112)

这些问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可以暂时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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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安全合作的需要，但是长久来看却制约着中

国与东盟国家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前，中国
与东盟国家相对隔绝，与印度支那半岛国家间的

关系又多半与局部的地区战争联系在一起，没有

发现这些问题的机会。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
合作却使之凸显出来，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

个恰当的时机。
3． 问题背后的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地暴露出当时中国对东南亚地

区政策的滞后性，尤其以北京与东南亚共产党的

关系为重点，实质上反映的是以往中国对东南亚

地区的认知和定位与新阶段外交政策目标和国内

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新中国自成立到 70 年代
中后期，除了建国初的一段调整期之外 ( 1949
－ 1955) ，［26］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在东南亚推行
的外交政策都带有敌我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在
印度支那半岛支持以越南为主的抗美战争，在亲

西方的海洋国家中又重视 “与下层搞统一战
线”，对小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给予精神和物质
上的支援。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冷战的大格局下，
东南亚作为大国利益交汇的地区，区域内的国际

关系必然会体现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及其战

略角色的定位决定的。无论是在 “一边倒”的
联苏反美阶段，还是在 “两个拳头打人”的反
苏反美阶段，中国始终把东南亚看作是意识形态

斗争的前线，是世界革命向前推进的前沿阵地，

在东南亚寻找“朋友”、打击“敌人”不仅关系
着现实的国家安全，也关系到更为重要的意识形

态安全。即便是在 70 年代初联美反苏的新阶段，
中国为了在东南亚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开始

积极与东盟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也只是改变了具

体的外交对象，对整个地区的认识和整体思路并

没有太大差异。
要不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本质上就是要思考: 是否应当在外交政策中

重新确定东南亚的战略角色，以及在新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东南亚之于中国的作用。

四、从旧战略到新思维:
重新认识东南亚

把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接触

和战略合作这一 “新”变化放在中国对外关系
发展的整体框架中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仍然是

毛泽东 －周恩来时代外交思路的延续; 具体到中
国 －东盟国家外交接触的细节，很多前期工作也
都是由周恩来完成的。［27］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从
战略安全方面来说仍继承了 70 年代初期 “联美
抗苏”的路线。但若止步于此，对历史事件的
认识则过于片面，也会割裂政策发展的延续性。
中国与东盟进行战略合作的时期，也正是东盟地

区和中国内部都在经历节点性变革的时期，这就

使得在旧战略与现实的碰撞中萌发新思维的可能

性大大增加了。
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国家建设的方向和方

法、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愿望压倒了意
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国门初开之际，既需要借
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又需要建立对外的

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系，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
环境以保障国内建设不受干扰。东盟国家恰好就
近提供了能够满足以上需求的诸多条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国家先后推行了外
向型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

式，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小的增长高潮，其中新

加坡的成就最为突出，被看作是亚洲新兴国家的

代表。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与
中国有相似之处，它们的发展大大鼓舞了中国的

信心。邓小平在出访东南亚之前就不止一次地表
示“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我们怎么会
做不到?”; 1978 年之后又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
学习新加坡及周边国家的先进经验;［28］从后来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来看，也确实与东南亚国

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积
累外汇、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华侨投资，这些都
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条件; 而且

东南亚市场作为进口战略资源的来源，对于中国

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的
势力逐渐淡出这一地区，东盟各国独立与联合的

意识进一步增强，而经济上的发展也使他们更希

望能置身于大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之外; 建立和

平自由的中立区、真正实现东南亚地区的中立
化，成为东盟国家在外交上的首要主张。这种态
度即便没有对日后中国推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

平外交政策有所启发，至少也为其稳定周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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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平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国内的新需求给了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们新

的视角，东盟作为新的外交对象也给中国东南亚

政策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变化中的东南亚地区又

在这种新视角下呈现出新的面貌。虽然印度支那
的局势在 70 年代末期还在持续恶化，然而从后
来的发展情况看，它已经是一个时代即将终结的

尾音。中国一方面继续巩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
作，动员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达成柬埔寨问题的

政治解决，另一方面在 80 年代前半期开始着手
采取具体措施解决与东盟关系中存在的历史

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调整了与东南亚共产

党之间的关系。1979 年，中国正式要求泰国共
产党位于昆明的秘密电台不再发表批评当时泰国

政府的言论，双方意见冲突最终导致了泰共电台

关闭; 1981 年，邓小平又授意停止了位于湖南
益阳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电台的秘密活动; 中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也随后向马共负责人陈平表示，中

国对马来西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

无限期支付下去。［29］邓小平在论及中国共产党处
理兄弟党关系时说: “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
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30］( P319)

这种思想后来被发展概括为: “我们党坚持在马
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
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并写入
了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成为指导中共处理与

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新原则。中国与东南亚共
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内。
虽然中国方面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援助直到

1989 年才完全停止，［31］但是新的党际关系原则
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再以 “世界革命的中心”
自居，也不再把东南亚地区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

推进的前沿阵地，而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政府间关系。
除此之外，中共十二大还提出中国要 “坚

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绝不依附于任何大
国或者国家集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同
各国发展关系的准则; 1985 年 5 月的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

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来设计中国的对外
政策;［32］( P126) 承诺在国际事务中永不称霸。在处
理华人华侨事务方面，首要的是坚持不承认双重

国籍，鼓励和赞成华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对于

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在保护他们合法权利的前

提下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

俗习惯。［11］( P290) 在这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吸引华
侨华人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引进华侨华人资本、
积极开拓对外经济联系。1984 年，中央政府又
制定了对华人要同华侨适当区别对待的工作原

则，充分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强调要

防止“不注意国籍界限”的倾向，避免 “引起
他们住在国的疑虑和不安”，［33］( P26) 特别提出在宣
传工作上要谨慎，“一定不能发生错误，授人以
柄，被人利用”。
这些具体措施不仅为当时中国进一步巩固与

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清除了障碍，而且为

日后中国与东南亚整个区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长

远基础。虽然中国从未在公开场合对东南亚地区
之于中国的战略角色进行过正式表述，但从政策

走向来看，该地区已成为中国在继续推进改革、
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合作伙伴。尤
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判断

和看法已经不再从属于冷战的大格局，而是更多

地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东南亚地区的现实情

况，成为日后中国外交“周边战略”的先声。

五、启示

历史事件的意义永远不在于它在过去的某个

时间节点画上了句号，而在于它的启示作用和影

响力直到今天还能够被人们认知。20 世纪 70 年
代末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最初是在外部安全压

力的促进下才得以实现，但这一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成为中国 －东南亚关系
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中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
整了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和定位，这是之后双方

关系沿着互信、互利、可持续的方向良性发展的
前提，这一发展过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在当前
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南海岛礁的主

权争端却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认识到这一点更有

助于我们看清问题的主次和地区关系发展的大方

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发展战略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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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路都没有经历过根本性的调整，而东南亚地

区自 70 年代开始奉行的 “经济上推行区域一体
化、政治上维持自由与中立、反对大国干涉地区
事务”等原则只有加强没有削弱; 中国对东南
亚地区在整体外交格局中所处战略地位的基本判

断没有改变，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有增

无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大

方向也理应维持不变。在多边 /双边关系朝着更
密切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旧问题的消失往往会

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只要这些矛盾和争执不影
响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基本定位，那么就可以预期

双方能够在增进合作的框架中寻找到相对满意的

解决之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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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1967 ( 3) ．
［5］Joint Press Statement Special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To Issue The Declaration Of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Kuala Lumpr， 25-26
November1971 ［EB/OL］． 参见东盟网站: ht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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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ee Lai To. Deng Xiaoping's ASEAN Tour: A

Perspective on Sino － Southeast Asian Ｒelation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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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China's Ｒediscovery of Southeast Asia

LI Ya-n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Out of the need for forming an “anti-Soviet united front”，China began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s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the late of 1970s，while ASEAN countries responded to China's
proposal with a different motivation． A limited alignment had been made． And some problems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s old cogni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its new objectives in this reg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remove the obstacles to bilateral relationship，China adjusted the view of Southeast Asia and re-
oriented its strategic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rediscovery”of Southeast Asia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policy，but also became the origins of China's
“Peripheral Strategy”．

Keywords: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oversea Chinese; Communist Parties in Southeast Asia;
Peripher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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